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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频发的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是我国学校体育管理工作中的一大难题，转移风险的

保险机制理应对此发挥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中受害人的危险保障需求与

保险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空缺。新修订《体育法》第 33 条虽从宏观上明确国家要建立健全学生体育

活动意外伤害保险机制，但对其微观面的构成内容并未作出任何规定。研究认为，学校体育意外

伤害保险机制的制度构建应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保险模式上，需确立强制险的合同订立方式，

建立以政府为主，学校、个人为辅的保费负担机制；二是在规则设计上，采取团体保险的承保方

式，明确同意规则不应适用，扩大解释保险责任的时间、空间范围，并确立医疗、伤残与死亡二

分法的赔付规则。 
关  键  词：体育法；体育意外伤害保险；自甘风险；强制保险；团体保险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3)04-0062-07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n the accidental injury insurance mechanism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ly revised sport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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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accidental injury accidents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school sports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insurance mechanisms for transferring risks should actually play a role 

during that course. However,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for hazard protection and the supply of 

insurance in the present accidental injury accidents in our country. At the macro level, the provision 33 of the newly 

revised sports law specifies that the state shall establish an accidental injury insurance mechanism for students' 

sports activities, but does not make any provisions for its internal regulation at the microscopic level.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accidental injury insurance mechanism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at first, in the insurance model, establishing compulsory insurance and a 

premium burden mechanism mainl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schools and individuals; and 

second, in terms of rule designs, adopting group insurance and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consent rule should not be 

applied,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liability, and then establishing different rules for 

payment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disability versu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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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4 日修订通过的《体育法》第 33 条

第 1 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学生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

险机制。”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学校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新修订《体

育法》第 33 条第 1 款仅解决了我国学校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机制的法源缺失问题，其“空心化”的现象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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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亟待填补。既有研究多以学校体育保险为主题，

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却极少专门论及学

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微观层面的规则构建更是付之

阙如。本研究以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机制的制度构

建为主题，一方面对建立健全的紧迫性进行论证，另

一方面从基本模式和规则配置上提出具体方案。 

 

1  我国建立健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机

制的紧迫性 
1.1  《体育法》规定学校体育工作，危险回避或构成

违法行为 

就目前学校体育危险的处理方式而言，危险回避

现已成为我国很多学校的首选方式。比如，“三无七不”

的学校体育课，即“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不出

汗、不喘气、不脏衣、不摔跤、不擦皮、不扭伤、不

奔跑”；更有甚者，直接移除危险体育器械，如单杠、

双杠、跳箱等。短期内，这一方式确可降低学校体育

活动中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率，但从长远来看，这不

仅直接侵犯学生的体育权利，还会严重阻碍我国学校

体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强调开齐开足体育与

健康课，健全体育竞赛，每天校内、校外各 1 小时体

育活动时间。新修订《体育法》第 26~29 条明确规定，

学校必须开齐、开足体育课，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

参加不少于 1 小时体育锻炼，体育科目须纳入初中、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等。就内容而言，《体育法》关

于学校体育工作的规定与前述文件基本一致。但是，

需要强调的是，前述的文件均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内

容属倡导性规范，并无对应罚则；《体育法》为法律，

且对学校体育工作有惩罚性规范。由此，立法者将上

述内容纳入《体育法》后，学校采取的诸如不开、占

用、虚化体育课等在内的“危险回避”措施或将构成

违法行为，并可能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比如，《体育法》

第 111 条规定，学校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的，由有关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1.2  《民法典》修改公平责任条款，受害人须自担意

外风险 

既然危险无法回避，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则必

然发生，追责、索赔也就接踵而至。以往，法院在此

类事故纠纷案中多以“公平责任”为依据判决校方承

担赔偿抑或补偿责任。比如，在“北京市第三十九中

学与李某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

学校对于李某受伤的损害后果虽然不存在未尽到教育

职责的行为，李某受伤属于意外伤害事件，但鉴于本

次伤害对李某的活动功能造成长久性损伤，且监护人

未投保意外伤害保险，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 “受

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之规定，学校应补偿李

某 70 000 元[1]。 

不过，《民法典》修改公平责任条款，使得上述情

理式判决的司法失衡得到矫正，学校、其他参加者也

由此获得“救赎”，所有风险都将由受害方自担。具体

而言，《民法典》第 1186 条将原《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中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

定”。考察《民法典》《体育法》条文，“依照法律的规

定”情形仅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造成他人损害(《民法典》第 1188-1189 条)、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

损害(《民法典》第 1190 条)、高空抛物无法确定具体

侵权人(《民法典》第 1254 条)等 3 种侵权情形，并不

包括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侵权。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另有一种

公平责任的“死灰复燃”现象。检索发现，在学校场

所内发生的学生受伤案件，不论是否为意外事故，法

院为更大程度救助受害人，几乎全部一刀切以涉案学

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为由，依据《民法典》第 1199

条判令学校承担超越其过错的赔偿(补偿)责任。从判

决依据的演变来看，当前法院依据第 1199 条恰恰说明

修改后的公平责任条款在学校体育意外事故纠纷案中

已正式退出。至于第 1199 条的适用表面上是法院虑及

情理与保护弱者的结果，但本质上仍是一种“病急乱

投医”的盲目做法，并不可取。因为学校如果永远都

无法达到法院所认为的“尽到教育、管理职责”，那么

学校就更无动力在体育活动中尽职尽责，甚至将直接取

消体育活动。显然，这与我国学校体育的教育目标相悖。 

1.3  既有保险产品应对乏力，责任泛化问题再现 

自担风险并不等同于风险只能自留。况且，从实

现对受害学生的有效救助、避免学校官司缠身、保障

学校体育教学有序开展及缓和家校矛盾等目标考虑，

受害学生的危险也极有必要转移。对此，比较法下的

域外实践存在例证。在日本，与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相

关的学校体育保险有 4 种，即体育安全保险、学生教

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学校灾害互助支付制度、全国

市长会学校灾害赔偿补偿保险，保险对象包括儿童、

初高中学生及在校大学生[2]；在美国，承保学校体育意

外事故的保险产品更为丰富，既有针对从幼儿园到高

中学生的一揽子强制性学校保险、自愿性学生意外伤害

保险和灾难性事故保险[3]，也有针对普通大学生的意外

伤害和疾病保险[4]，还有学校啦啦队保险、学生运动员



 
64 体育学刊 第 30 卷 

 

重大伤害保险计划和优秀学生运动员失能保险计划[5]。 

在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学生平安意外伤害保险(以下简

称“学平险”)发挥着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功能。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笼统的险种不仅缺乏多样性与差

异性，而且对保障受伤学生和缓解家校矛盾效果有限，

更遑论凭此促进学校体育保险实践险种和制度规范进

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一来既有的学平险是任意性险

种，可以投保也可以不投保，决定权完全系于监护人；

二来“一视同仁”的保险机制，忽视了学生在不同学

习阶段、不同身份存在的危险差异，与保险学风险精

算的要求不符，对于学生运动员的保障更是不妥；三

来赔付额度低，如平安保险公司推出的学平险(高端版)

中的意外伤害身故最高仅赔偿 10 万元[6]。 

综上，在相关法律规范更新和既有保险产品滞后

形成的巨大鸿沟下，建立健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机制比之以往都显得更为迫切，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2  我国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机制的模式构建 
2.1  保险合同的成立方式：强制保险 

为解决学平险违规销售、乱收费及信息不对称等

问题，2003 年原保监会《关于学生平安保险有关事项

的公告》明确规定：“学生及学生家长有权自主选择是

否购买学平险。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强制学生购买

学平险。”2015 年教育部等发布的《关于规范教育收

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更是直接指出：

“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费，不得允许保险

公司进校设点推销、销售商业保险。”受上述规则规制，

我国学平险投保实践产生两种新的做法：一是学校不

参与，完全交由学生监护人决定是否投保；二是学校

参与，不过也仅是在《致学生家长一封信》中，以投

保回执联或二维码的方式提示学生监护人投保。由此

导致的结果是，部分学生监护人出于侥幸心理而不投

保。相应，对其子女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的保险保

障也因此缺失。 

自愿投保的学平险实效有限，所以，虑及保险保

障对家校双方摆脱诉讼泥淖和推动我国学校体育事业

发展的重大作用，未来我国建立的学校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宜确立为强制保险，而非自愿保险。不过，国家

意志欲渗入本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空间内的保险合同中

时，仅是实践所需尚不足以证明其合理性，还需以保

险法理作为支撑。理论上，社会保险维护公共利益，

由政府直接介入；商业保险为市场化产品，适用私法

自治。但是，概念上的分类注定无法穷尽和概括实践

的复杂性。在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就需要一种

既可以满足公共利益的平衡需求，也能葆有一定私法

契约性和有限竞争性的保险[7]，这种保险便是商业性强

制保险。由此可见，商业保险强制与自愿的分野在于

公共利益较之契约自由的优越保护地位。就学校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而言，公共利益是由学校体育教育这一

公共产品传导而来[8]。对其附加强制保险属性，可解决

学平险任意投保导致当事人不能正确评估体育风险、

而一旦发生则会危及特定学生并妨碍学校体育事业发

展的问题。显然，这些目标远重要于当事人在保险合

同中的契约自由诉求，理应得到优先保护。 

此外，就我国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强制投保的

落实而言，理论上存在 3 种路径：法律强制、政策强

制和事实强制。现阶段再次修改《体育法》已不现实，

短期内形成事实强制也几无可能。所以，以政策强制

推行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比较符合实际，操作性也

强。不过，为弥合政策强制与《保险法》第 11 条“除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

立”之间的立法嫌隙，我国未来仍需以法律或行政法

规的方式确立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强制险属性，

方属妥当。 

2.2  保险费的负担主体：政府为主，学校、个人为辅 

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不同程度的投保自由直接决

定二者保费负担主体的判然有别[9]。自愿保险是投保人

自己缴纳保费，但强制保险因关乎公共利益，保费负

担主体并不固定。就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负

担主体而言，不外乎政府、学校和学生 3 类。究竟是

择一赋之还是共同分担，关键在于准确把握被保险人

所处的不同教育阶段、不同身份，比如义务教育阶段

和非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生和学生运动员。 

1)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购买。 

由《义务教育法》第 2 条可知，我国实行九年义

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杂费，是一项

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循此，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校体育教育属于公益事业自不待言。学校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作为学校体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

应由政府予以保障。除此之外，由政府负担义务教育

阶段的学生保费还具有政策依据。2013 年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指出，要在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

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加大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目前，我国各地政

府以此文件为依据，为各自辖区内的老年人、残疾人

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已属常态。类比而言，将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涵括于上述文件中应无疑虑。再者，

比较法下也有例证，在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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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保险被认为具有公益性的社会保险性质，由国家和

公共团体承担保险费用[2]。 

2)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补贴+个人支付。 

相比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在学校的停留时间、自由支配时间都要偏多，体育意

外事故的发生几率也随之增加。相应，非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有必要予以专门化、

独立化。就保费负担主体而言，本研究持由政府和个

人共同分担的观点。究其原因，一则，非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费尚且不需学校承担，保费更无理由让学校全

部承担；二则，由学生个人承担部分保费，这对于培

养和提高我国公民的保险意识助力甚大，是政府引导、

保险公司宣传等手段所不能及的。或有担忧认为，对

低收入家庭、孤儿、残疾人士等特殊群体而言，将非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纳入保费负担主体并不妥当，也不

利于其学业的顺利完成。实际上，这种担忧大可不必，

因为参照特殊群体的学生缴纳医疗保险由政府财政全

额资助的做法，其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亦可

由政府全额承担。 

3)学生运动员：政府补贴+学校自筹经费+个人支付。 

我国学生运动员的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须独立

化、专门化。原因在于：其一，相比普通在校学生，

学生运动员存在特殊性。众多的体育运动者中能成为

该领域中的佼佼者或被选入国家队的概率是极低的。

以篮球为例，我国 8 年间累计仅 57 名 CUBA 联赛球

员入选 CBA[10]。所以，学生运动员为在激烈的选拔性

比赛中脱颖而出，往往会增加训练量和训练强度，这

就导致意外事故发生的概率将大幅增加。其二，相比

正式在编、现役运动员的社保与商保(俱乐部或赛事举

办方投保，抑或保险公司赞助)的双重保险保障，学生

运动员却无法享受其中任何一项保险保障[11]。其三，

比较法视野下，囿于学生运动员无劳动合同而无法享

受劳工补偿保险的问题，美国 NCAA 先后创立了两种

保险保障制度，即重大伤害保险计划和优秀学生运动

员失能保险计划[12]。纵然如此，美国一些大学还为少

数优秀的学生运动员投保了价值损失保险，以赔付学

生运动员因为运动伤害而导致的收入减少[13]。对比而

言，尽管美国学校体育的商业化程度高于我国，但同

为体育大国，同为学生运动员，对其予以专门的保险

保障应无区别。 

就保费负担主体而言，学生运动员的保费显然要

远高于普通学生。如果让政府、学校与个人三类主体

的任何一方独立承担，委实难承其重。所以，分担保

费方是良策。再者，学生运动员会给学校带来荣誉、

奖励，同时作为国家队的后备人才，是我国从体育大

国迈向体育强国的重要践行者。基于此，保费理应由

政府财政、学校自筹经费和学生运动员个人予以分摊。 

 

3  我国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机制的规则构建 
3.1  承保方式：团体保险 

按照被保险人的人数不同，意外伤害保险可以分

为个人和团体两种。我国《体育法》提及“体育意外

伤害保险”共 5 次，但并未明确承保方式，毋宁说学

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这一分支。研究认为，学校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宜为团体保险。 

其一，团体式较之个人式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优势明显。首先，团体保险的优势集中体现于集体投

保带来的程序简便和保费低廉[14]，这对于政府、学校、

个人等保费负担主体意义重大；其次，政府参与的学

校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会以区域统筹、招投标、竞争化

谈判的方式选择保险产品[15]，在符合区域财力的基础

上，进一步增强被保险人一方的投保话语权，从而可

以获取更多的优惠条件；最后，在教育部明确规定学

生及学生家长有权自主选择是否购买学平险、学校不

可代收保费的政策背景下，我国仍有部分学校选择了

团体投保方式，这从侧面印证了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

险的团体投保倾向。如在“新化县安正学校、黄某等

健康权纠纷案”中，法官在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写

道：“2020 年 5 月 29 日，被告新化县安正学校代原告

黄某等 3 529 名学生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购买了中国人寿学平险。”[16] 

其二，学校团体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符合我国“团

体保险”的法律规定。我国《保险法》以个人保险为

规范目标，对团体保险未作规定[17]。原保监会《关于

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

[2015]14 号，以下简称“14 号文”)第 2 条对“团体保

险”作了要求，即团体不是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

且在合同签发时，被保险人不得少于 3 人。具体到学

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团体是因同一时间

处于相同教育阶段而形成，显然不属于不具有可保性

的被保险人绕道团体保险以获取保险保障的情形。同

时，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签订时，可以预见

作为被保险人的学生人数必然不会少于 14 号文所要

求的 3 人规模。 

3.2  同意规则：不应适用 

为加强对死亡险中被保险人生命安全的特别保

障，我国《保险法》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

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

金额的，合同无效”。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含有死亡责

任的人身保险合同缺乏“被保险人的同意”便致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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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结合《保险法》第 34 条第 3 款和 14 号文第 3

条的规定可知，存在 4 种例外情形：(1)父母为其未成

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2)政府为特殊群体投保的具

有公益性质的团体保险；(3)被保险人所属特定团体属

于国家保密单位，或被保险人身份信息属于国家秘密

的；(4)无法确定被保险人或承保后被保险人变动频

繁，但可通过客观条件明确区分的“待记名团体保险”。 

具体到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第一，继续坚

持被保险人同意这一合同生效要件不具有预设的规范

意义，即对被保险人生命安全的保障无甚助益。具体

而言，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受益人为被保险

人的监护人，而其监护人又很难有机会、有能力在学

校这一场域中主动制造被保险人伤残或死亡的保险事

故。而且，坚持被保险人同意这一生效要件还会造成

管理上的重负[18]。这是因为，在学校团体体育意外伤

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数量众多，保险人实难逐一取得

被保险人的同意。况且，即使保险人耗费巨大财力证

实部分被保险人的签名为他人伪造，若因此致使保险

合同无效，其后将会发生保险费应按何种形式退还的

争议[19]，以及这一理由还将可能沦为保险公司的拒赔

良器。一言蔽之，如此安排只会徒增问题且无实益。

第二，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可依解释论路径归于上

述例外情形中的第 2 种“为特殊群体投保的公益保

险”，从而可合法地排除同意规则的适用。14 号文中

“等特殊群体”的用语表明该规范属不完全列举，这

为解释论的运用提供了可能。由此，可将 14 号文中的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参保人群、计生家庭

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扩大解释为特扶对象，从而使“学

生”这一被保险人群体涵摄于 14 号文的“等”之下。 

3.3  保险责任：扩大解释 

类比学平险的保险责任条款，学校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的责任范围首先应表述为“被保险人在校园(或者

幼儿园)内参加体育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参加学校(或者

幼儿园)组织安排的校外活动时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

依约给付保险金”[20]。但是，这一表述会产生两个疑

问，一是“体育教育教学活动”是仅限于体育课还是

包括课外体育活动、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等；二是往

返体育运动场所途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是否属于学校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范围。 

第一，体育活动应做扩大解释。首先，在体育学

上，界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地点要素乃广义的体育

活动，既包括体育教育课，也包括非体育课之外的学

校体育活动[21]。《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 2 条也规定，

学校体育工作包括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

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其次，在保险学上，如果对体

育教育教学活动作狭义解释，意味着学生要为学校场

域内可能遭受的意外伤害至少投保两份保险，即体育

课和非体育课。显然，此种模式在繁琐之余，还可能

面临两边推诿终难获赔的尴尬处境。最后，域外实践

也采广义的体育活动解释。比如，日本学校体育保险

的责任范围就包括体育课、学校运动会、运动训练和

课外体育活动[2]；再如，美国 NCAA 的重大伤害保险

计划承保事故包括：(1)学校安排的比赛；(2)正式的团

队活动；(3)训练；(4)学校组织、安排的练习赛[22]。 

第二，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往返体育运动场所属

于保险责任范围的观点均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适度

扩大解释，即只要往返路线满足“合理”标准即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工伤保险“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标

准可以为此提供借鉴，即《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6 条对“上下班途中”采取了

路线合理、时间合理和活动合理的认定标准。此外，

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还应灵活把握“合理”

标准。比如，美国就有法院认为，小学生往往具有玩

耍、闲逛和偏离的自然倾向，对其路线合理的认定标

准较之中学、大学生应予宽松[23]。 

3.4  保险赔付：医疗、伤残与死亡相区分 

在讨论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

险约定的与实际给付的保险金总额是否存在上限做出

澄清，因为若存在上限，其赔付的第一步便是查明被保

险人相关保单的所有保险金额，进而确定各保险人的责

任份额；反之，则省却这一步，直接依照保单赔付即可。 

首先，我国不存在任何对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伤

残保险金总额予以设立上限的法律法规，依照“法无

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

疗、伤残保险金总额自无限制。其次，原保监会《关

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

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被保险人不满 10

周岁的，死亡时各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

过人民币 20 万元；已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的，不

得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从法律效果看，这一规定对学

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无法形成有效约束力。原因是，

一是前述通知的规范射程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投保

人为父母，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投保人显然不符

合这一前提。二是前述通知旨在防范道德危险，即防

止父母为诈取高额保险金而故意制造意外事故，并且，

此危险会随着保险合同的份数及保险金额的增加而增

加[24]。但是，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受益人虽

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可监护人极少有机会、有能

力在学校这一场域中主动制造意外事故。也就是说，

以保险金限额的方式抑制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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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规范意义几近于无。所以，学校体育意外

伤害保险中的死亡保险金总额亦无上限。 

既然，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额不存在

上限，则学生监护人为使子女享有更高额度的保险保

障，可能还会为其投保一份普通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如此，便产生了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与个人意外伤

害保险相竞合的情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保险人

对此如何赔付？医疗费用和伤残、死亡赔付是否适用

同一规则？是触发其中一份还是同时触发多份？在立

法层面上，我国《保险法》仅对重复保险有专门规定，

但对保险竞合并无规定。本研究认为，囿于意外伤害

保险的“骑墙性”抑或兼具人身、财产保险的“中间

性”[25]，赔付规则也据此应区分医疗、伤残与死亡两

个部分。前者须贯彻财产保险中的损失填补原则，实

行实报实销；后者则贯彻人身保险中生命、健康和身

体无价的思想，实行定额给付。进一步而言，死亡部

分的赔付其实无所谓两份保险的赔付顺序，即同时触

发，只要个人意外伤害保险的死亡赔付金额符合上述

保监会规定即可，至于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约定和

实际赔付的死亡保险金如何，在所不问。但是，医疗

费用的保险赔付囿于损失填补原则，尤其是实际发生

的医疗费用在多份保单医疗保险赔付的总额度范围内

时，可能会发生保险人在赔付次序、额度上的纷争、

推诿。对此，可借鉴美国司法实践确立的“与风险联

系最为密切规则”[26]。即以风险亲疏为标准，与系争

危险最为相关者最先承担责任；反之，最后承担责任。

具体到学校体育意外事故中，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无疑最为相关。所以，学校场域中受害人医疗费用的

保险赔偿，应先由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赔付，不足

部分，再由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承担。 

 

4  从构想到落地的 4点建议 
第一，提高保险意识，内化投保行为。未来，我

国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会进一步多样化，可选的附

加险也会大幅扩展。如此一来，纯粹的强制投保模式

显然不适合基本险之外的附加险，提高公众的学校体

育保险意识、内化投保行为方是根本之计。至于提高

之法，既要遵循我国长期坚持的“政府倡导为核心，

学校教育为基地，行业宣传为主体”的总则式方针[27]，

将学校体育保险纳入到既有的中小学保险读本中，也

要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把握宣传时机，重视整体宣

传，创新宣传手段。比如，新冠系列的保险宣传便是

典型反例，隔离险的理赔纠纷、确诊险的紧急下架以

及个别保险公司宣称奥密克戎不属新冠等负面信息充

斥各大互联网平台，但保险业抗疫累计赔付的案件、

金额等情况的正面新闻却只能在官方网站、专业报纸

上才可查到。 

第二，发展保险经纪，完善服务体系。目前，我

国全国性、专业的体育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仍然仅有在

2003 年成立的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一家。鉴于学校

体育保险关涉政府、学校、学生、保险公司四大主体，

横跨教育、体育、保险三大行业，其复杂性、专业性

均远超一般险种，发展学校体育保险经纪人的必要性

亦由此彰显。就具体措施而言，首先，在宏观上，建

议修正《保险法》第 118 条“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之

模糊表述，明确规定保险经纪人“投保人代理人”的

法律地位，以消弭“被保险人代理人说”“居间人说”

等理论纷争[28]，并为我国保险经纪人的发展提供法律

依据；其次，在中观上，以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社会

成立专门的体育保险经纪公司，鼓励既有的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成立体育保险经纪的业务部门，以进一步矫

正体育保险实践层面“多代理，少经纪”产生的合同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局面；最后，在微观上，

提高准入门槛，修改《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销售、保

险经纪和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公

告》这一规范性文件，即在“保险原理与实务”和“保

险经纪相关知识与法规”之外，增加具体险种经纪人

的考试内容，如本文所讨论的(学校)体育保险经纪人。 

第三，丰富保险险种，促进条款通俗易懂。学校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作为学校体育保险的基本险，仅能

为受害学生提供最基本、无差别之保障，受欢迎度有

限。但是，保险人若可根据运动项目、体育赛事等设

立附加险，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受认可度将事半

功倍。同时，对其基本险、附加险的合同条款务求通

俗易懂、言简意赅，以防止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领域复现我国长期以来被保险消费者所诟病的合同条

款冗长、复杂和用语晦涩的现象。至于何谓“通俗易

懂”？可借鉴美国缅因州保险法规定的以句子长度和

单词长度作为主要因素并适用于所有保险合同的“弗

莱士易读性测试”，建立适合我国汉语文本保险条款的

易读性测试。  

第四，扩展保费来源，减轻财政负担。学校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负担主体主要是政府，但由财政

兜底的方式无疑会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局进一步恶

化，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可持续性亦将因此受损。

因此，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来源宜为开放式、

多元化。具体而言，在募集路径上，有体育彩票、慈

善捐助、商业赞助、中国红十字会等[29]；在资金汇集、

分配上，可区分为定向与非定向两种，前者由特定学

校接收即可，后者须在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下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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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保险保障部，与运动员保障部相区分，由其根据

各省市县学校申报情况并结合整体情况综合判断、确

定补贴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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